          朱子講歷史之九--《詩經．小雅》中的國君心意
          講述小雅    集傳為主
    我們談朱子怎樣從《詩經》中講歷史，談了《大雅》和《國風》中的篇章，現在談談《小雅》吧。學者說，《詩經》之中，「風」與「雅」的區別，就好像現代音樂中的地方調與京調一樣，非常明顯。《大雅》共三十一篇，都是西周時作品，《小雅》共七十四篇，產生的時間最長，從西周到東周都有，而以周厲王、宣王和幽王的時代最多。它們的作者，多數是周王朝的上層人物，也就是貴族，少數是人民的作品。學者又說，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的產生地，在鎬京、雒邑，內容比較複雜，其中有周族史詩、戰爭詩、諷刺詩、民歌、戀歌、農事詩、生活詩祭祀詩、歌功頌德的詩等等，是周代社會家庭的一面鏡子。（程俊英、蔣見元著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，頁435。）《小雅》雖說只有七十四篇，篇數並不算多，但有些篇章頗長，在《詩經》中，分量不算小。然而，我們看朱子講課的記錄，就是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一，朱子講《詩經》中的《國風》，學生記了不少，講《大雅》，也記了不少，惟獨《小雅》，學生記的不多，原因何在？今天已無法知悉。很可能朱子講《小雅》中的詩篇，以所著《詩集傳》為主，明白曉暢，學生疑問不多，討論有限，也就沒什麼可以記錄的了。
    今人揚之水在所著《詩經別裁》（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的「前言」中說：「《詩集傳》最大的好處是簡明扼要，通俗易懂，雖然文字的解釋多本毛（萇）、鄭（玄），而以已意取舍於先儒者，有不少較毛、鄭於優。這些特點最適宜教授，于是它由南宋末年起，便成為官定的教科書，一直沿用到清。」您可以說，《詩集傳》不可能只有《小雅》的部分，簡明扼要，通俗易懂，其它部分也都是如此。那為什麼《語類》之中，《小雅》部分明顯偏少？顯然不能舉揚之水的意見來解釋。我也只能說，原因何在，真的不知道，我提這些，只是想說，我們要看朱子如何解說《詩經．小雅》，大概要以《詩集傳》為主要資料依據，《語類》記載不多，是有所不足的。
    朱子的《詩經》課，學生寫下的第一條筆記是：「《小雅》恐是燕禮用之，《大雅》須饗禮方用。《小雅》施之君臣之間，《大雅》則止人君可歌。」我們這裡不談《大雅》與《小雅》的比較等問題，只想從朱子所說「施之君臣之間」，談點在他心目之中，這些詩篇所呈現的君臣之間的「道理」，主要是指國君的「心意」而言。
          樂聲悠揚    行禮如儀            

    《小雅》第一首詩〈鹿鳴〉，首章如下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瑟，承筐是將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」（呦呦地群鹿和鳴，吃著郊外的青苹。我有美好的賓客，彈著瑟呀吹著笙。吹著笙呀按著簧，手捧禮筐來獻上。人家這樣喜歡我，指示我大道方向。吳宏一語譯。）吳宏一對於這首詩的獨特意義，作了簡要說明，他說：「這篇詩歌的影響很大，古代在宴會賓客時，常常要演奏這首歌。《儀禮》中有兩處樂工歌唱〈鹿鳴〉的記載：從漢到晉，這首歌被演奏的機會最多。到了唐朝，宴會鄉貢，更一定要唱它。在清朝的時候，鄉試放榜第二天，舉行盛宴，招待考官和新中的舉人，這個宴會便叫「鹿鳴宴」。從這些例子中，都可以看出〈鹿鳴〉一詩對後世的影響。」（《詩辭歌賦》，桂冠，1988年，頁91。）

首章的這幾句詩是什麼意思？朱子的解釋是：「這是以饗宴招待賓客的詩。藉著饗宴制定君臣的禮儀，目的在於溝通上下之間的情感。宴會開始，奏起了和和樂樂的鹿鳴之聲，正表示主人對禮的尊重，也傳達主人對賓客的請求：如果對我好，請告知我做人處世的道理。《禮記》說道：私人之間的好處，不能算是德，君子待人是不保留的。這就是說，君主期望於臣下、賓客的，唯有告知我做人處世的道理，而不必以私人之間的好處，當作是德而有所保留。啊！這樣的樂聲才能說是和樂而不輕浮。」對於整首詩，朱子也有總結性的解釋。朱子的主要意思是說，這是招待群臣、嘉賓的詩歌，後來又用到地方上敬老尊賢的禮儀，以及學校開學時的儀式，看來成了一個相當普遍應用的樂歌。在朝廷上稱為君臣，在宴會中成了賓主，反映先王以禮對待臣下的這番心意。朱子又引用了「范氏」的話：「飲食講求禮儀，音樂要求和樂，表現出實實在在、誠誠懇懇的態度，這就能夠得到臣下衷心的尊從。賢臣不可能因於食物不錯，禮物豐厚而感到高興。」朱子很欣賞范氏的這個講法，加上了一句，說：「禮樂不完備，賢者就不會留下，賢者不在朝廷，如何能讓他們為國盡力呢？」
范氏是何人？他是范處義，南宋初期的進士，做過官，精於經學，著有《詩補傳》。他在這本書的序中說：「《補傳》之作，以〈詩序〉為據，兼取諸家之長，揆之性情，參之物理，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。」可見他的解詩態度接近呂祖謙，是偏於傳統保守的一派。揚之水說：「宋人也有尊古的一派，卻也不很迂腐，范處義《詩補傳》，呂祖謙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，嚴粲《詩緝》，都以疏解平實見長。」（《詩經別裁．前言》）朱子在此處用了范處義的見解，重點在於國君的這一番作為，能夠得到賢臣的「心」。君臣之間的交往，以禮以樂，不可或缺，但不能流於形式，而是需有一番「心意」在焉。
      臣民辛勞    常在心中
《小雅》的第二首是〈四牡〉，這是出使官吏思歸的詩。首章為：「四牡騑騑，周道倭遲。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」（四匹公馬跑得累，大路遙遠又紆迴。難道不想把家回？王家差事做不完，使我心裡太傷悲！程俊英語譯。）朱子解釋「周道」是「大路」，「倭遲」是「回遠」，「靡盬」是「不堅固」，都得到今天學者的同意與援用。朱子怎麼解說這幾句話的意思呢？他說：「這是慰勞使臣的詩。國君要臣下做事，臣子替國君做事，都應有其禮法。臣子為國君奔走，應該盡力做好，這是職責所在，怎能自以為很辛苦呢？然而，國君的心裡，就不能只是想到，當臣子的應該把事情做好。所以，在宴會的時候，國君就要把自已心裡這種不安的感覺說出來，以感謝臣子的辛勞，並加以慰問。國君要說道：駕了四匹大公馬，奔走於外，路遠而又紆迴，這個時候，難道不會想家嗎？只是國家的事一定要做得完善，不敢為了私人感情而耽擱了公家的事務。臣子十分辛勞卻不宜明說，國君深知其情，就代他陳述，上下之間，可以說是都做得很對，都合乎道理。臣子沒有私情，不是孝子；不顧公義，不是忠臣。君子是不以私情耽擱公事，不以家事推辭國事。」朱子又引了范氏的話：「臣子為國君做事，必須先公而後私；國君待臣下，必須先恩而後義。」朱子引用范處義的話，我們在今天所見范氏所著《詩補傳》中，幾乎都看不到，但大都可以在呂祖謙的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中看到，其中緣由，這裡就不加探究了。
《詩經》之中，最為大家欣賞贊嘆的詩句，也是與行役有關，我們看朱子怎麼解說。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。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。」（想起我離家時光，楊柳啊輕輕飄蕩。如今我走向家鄉，大雪花紛紛揚揚。慢騰騰一路走來，飢和渴煎肚熬腸。我的心多麼悽慘，誰知道我的憂傷。《小雅．采薇》末章，余冠英語譯。）這些詩句，千古傳誦，大家都欣賞，應無異見。朱子在《詩集傳》中說：「這是行役之人假設歸家之時的情況，可見他的在外工作的勤勞與辛苦。程子說：這幾句詩說盡了行役之人勞苦與憂傷的感受。在上位的人能夠體察他們的辛勞，則他們雖然辛苦，也不會怨忿；儘管憂傷，也算是得到鼓勵。范氏說：我從〈采薇〉這首詩，見到了先王是以人道來用人，後世則都是把人當作牛羊而已。」范處義的話，也見於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。這裡，朱子並沒有發表意見，而是十分贊同程子與范處義，就加以引錄。程子與范處義的解說，重點相同，都是上位者必須要有體恤臣民的心意，臣民只要有所感受，領會到君主的恩情，雖然勞累，也不致忿恨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，在宋代學者的觀念中，「先王」與「後世」的絕大差異，其實也就在於此一體恤臣民「心意」的有無。

      有功於國    衷心感謝
再選一首講到君臣之道的詩篇，看看朱子怎麼解說。〈彤弓〉的首章：「彤弓弨兮，受言藏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貺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饗之。」（弦兒鬆鬆紅漆弓，諸侯受賜藏家中。我有如此好賓客，誠心贈物表恩寵。鐘鼓樂器齊備好，從早擺宴到家中。程俊英語譯。）這是周王賞賜有功諸侯後，舉行宴會時所唱的詩。朱子解說首章，完全採取呂祖謙的意見。朱子用「東萊呂氏曰」起頭，全錄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卷十九中的文字：「國君賞賜給諸侯，諸侯珍藏在家中。王府所藏的弓，也是他人所獻，再賜給有功的臣子，而不是隨便就給了別人。國君誠心真意地賜贈功臣，這是打心底發出的感恩，不是考慮到外在因素。所以，宴飲之時，立刻以王府寶藏的弓賜贈，一點都不遲疑和吝惜。不像後世，國君把府藏看作是自己私人的東西，甚至有用武庫中的兵器賞賜弄臣，這與我們看到的諸侯受賜，很不一樣。後世的國君，賞賜臣子，不是出於利誘，就是迫於情勢，以至有早上賞賜免死的鐵券丹書，晚上就全部殺光這種事，這與誠心真意地賞賜，大不相同。國君自已藏了很多寶物，賞賜卻很吝嗇，使得功臣不再效力。還有國君把東西拿在手上，就是送不出去的情形，這與宴飲之時，立刻賞賜，也是大不一樣。」呂祖謙的這番解說，不只是朱子欣賞不已，將之錄於《詩集傳》，今天的學者也同樣欣賞，程俊英與蔣見元合著的《詩經注析》，解析這首詩時，同樣抄錄了呂祖謙的文字，並加以說明：「他（呂祖謙）的分析，指出了此詩的語言能將主人心裡活動都襯托出來，使讀者留有深刻的感受。」
   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朱子藉詩篇的解說，陳述了他所體會的「君臣之道」。我以為重點有三：一是，各守本分；二是，舉止有禮；三是，心意相通。所謂「各守本分」，無非是說國君在他的位子上，知道什麼事應該做，什麼事不可以做；臣子也是一樣，本分是為國效力，難免勞累，不應抱怨不已。國君應該怎麼做， 要向先王學習；臣子應該怎麼做，要向賢者看齊。古聖先賢，開啟了文明，也就成了後人取法的典範。所謂「舉止有禮」，不過是說國君要有國君的樣子，臣子也要有臣子的樣子。一場宴會的進行，音樂與詩歌的設計，禮品與食物的安排，都要中規中矩；而主人與嘉賓的言談與進退，更是必須與之配合，這樣才能把禮樂所代表的「文明」呈現出來。所謂「心意相通」，主要是說國君要謙虛地向臣下請教，要體恤臣下的辛勞。國君不可以高高在上，與民人隔絕，而是要與臣民相通。能否相通，端看國君對待臣下，是否具有真誠，臣民能否感到他的真情。 
    我以為，三項重點之中，君主的「心意」最為重要，也是朱子、呂祖謙、范處義等宋代學者講述這些篇章時一再強調的地方。 
          國君心意    攸關治亂
    如果國君欠缺這番「心意」，那會怎樣呢？在《詩經》中可以看得到嗎？當然可以。《小雅》中的〈節南山〉，是周大夫家父斥責執政者尹氏亂政的詩，朱子解詩的重點仍在國君的心意。讓我們先來看看這首詩中的一章，再看朱子如何解說。〈節南山〉的第五章：「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訩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君子如屆，俾民心闕。君子如夷，惡怒是違。」（老天不公不平，降下特大災難。老天不仁不慈，降下這般憂患。君子如果執政，能夠消除民憤。君子沒啥不平，暴怒也能平靜。余冠英語譯。）詩中「君子」，一般都指貴族中的賢者；朱子則說：君子，指王也，解作「國君」。朱子怎麼解說這段詩句呢？他說：「老天不公平，降下了特大災難；老天不仁慈，降下了大憂患。然而，如何平靖災難呢？那就在人的作為而已。國君不隨隨便便，而是真心誠意，事事躬親，人民荒亂的心就逐漸平息。國君用心不偏不倚，壞事就可以糾正，也可以制止，那麼人民就不會再憤恨憂傷了。這首詩就是哀嘆國君和尹氏都未能做到。我們可以這麼說，政事敗壞，召致禍亂，是人的關係。而詩人在這裡一再呼喊老天，好像是天的關係；這是因為無法歸咎於人，只得歸咎於天。臣下不大好直接斥責國君，這裡可以見到隱諱的道理，也可以見到天人合一的道理。」在這首詩的最後，朱子抄錄了呂祖謙的話：「探究亂政的本源，還是追到國君的心意。亂事雖然起於尹氏，尹氏為國君所任用，這就是國君的心被蒙蔽了。」
    我們看這首〈節南山〉中「君子」一詞的解說，今天的注譯者，如余冠英、程俊英等，都作「賢人」解。就是在宋代，如蘇轍的《詩集傳》、王質的《詩總聞》和范處義的《詩補傳》，也作「賢人」或「大臣」解，只有呂祖謙引用了朱子的解釋，同意朱子的說法。我們要問：朱子為什麼要提出一個與眾不同的新說？如果回答：這是朱子是要藉這首詩的解說，強調國君的「心意」是國家政事、天下治亂的根源，您能同意嗎？不論您是否同意，朱子的解說，與前述幾首詩篇都能呼應，而且具有一番深意，您說是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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